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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的赓续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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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史学是阿拉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积极探索史学现

代化的独特性与阶段性发展特点。 １６—１７ 世纪，埃及传统史学在宗教体系庇护下得以延续，史学家在继承马穆鲁克史学遗

产的基础上，持续产出编年史、人物传记类史学作品。 １７—１８ 世纪，埃及史学进一步与奥斯曼文明融合，形成兼具本土特色

与帝国特征的叙事体系。 史学家们主张“经世致用”的治史理念，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取向。 １９ 世纪，学院派历史学家的

出现推动埃及史学朝着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埃及史学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

本土化改造，最终实现了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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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６４２ 年的阿拉伯征服促使埃及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民族、宗教、语言等领域深度交

融，①推动埃及史学融入阿拉伯史学体系。 埃及历史学家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
Ｈ·ａｋａｍ）撰写的《埃及征服史》（Ｆｕｔūｈ·Ｍｉｓ·ｒ ｗａ⁃ａｋｈｂāｒｕｈā）开启了埃及阿拉伯传统史学书写的先河，②

此后历史书写在埃及变得非常活跃。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埃及史学逐渐形成了史书类型多元、史
料来源多样、史学群体广泛的发展特点。 １５１７ 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开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继阿

拉伯征服后的又一重要历史转折点，这一跨越数个世纪的历史阶段，深刻重塑了埃及的社会结

构、政治体制与文化形态。 这一时期埃及史学虽在创新力度上有所减弱，却在文明交往中实现了双

重突破：一方面维系了传统史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渐进转型。 这种承前启后

的历史地位，使奥斯曼时期的埃及史学在阿拉伯史学发展谱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历史

意义。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在东方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对奥斯曼时期埃及史学成就普遍持消极否

定的态度，相关研究常处于边缘化状态。③ 近年来，阿拉伯学界兴起了一股“反对西方中心论，重述

奥斯曼帝国时期历史”的热潮，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史学著作受到关注。 阿拉伯学界关于奥斯

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该时期主要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史学的分类、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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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等，①但成果较为分散，研究对象同质化，缺少对这一时期埃及史学发展脉络的系统性梳理，这
是本文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 相较于阿拉伯学者，西方学者对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的研究

主观性较强，重在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及其经典著作，叙述性内容多于史学理论的构建，这为本文的

撰写提供了提升的空间。② 而国内学者受限于语言、文献收集等因素，关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

史学研究尚付阙如，已有研究中涉及历史学家、历史著作数量较少，论述不够全面。③ 因此，系统研

究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发展，不仅对中国的阿拉伯史学研究有所裨益，同时也可将其作为研究

非西方社会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案例，考察中东史学的延续性与多样性。 本文通过对阿拉

伯文资料的研读，探究这一时期埃及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阶段性特征，借此以窥奥斯曼帝国时期阿

拉伯史学的发展概貌。

一　 继承与沿袭：１６—１７ 世纪埃及传统史学的赓续

１６—１７ 世纪，随着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埃及传统文化制度在伊斯兰宗教体系的庇护下

展现出强大的延续性，这种文化韧性为学术传承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相较于中世纪鼎盛时期，
该阶段埃及史学的创新活力尽管有所减弱，但其学术传统并未中断。 埃及历史学家恪守阿拉伯传

统史学范式，在编年史、百科全书式著作、人物传记等领域持续产出学术成果，这种学术实践既体现

了对传统的坚守，又折射出特殊历史语境下埃及史学的适应性发展。 整体而言，１６—１７ 世纪埃及史

学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传统百科全书式史书、编年史以及人物传记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范式。 受政权动荡影

响，这一时期的史书种类相较于马穆鲁克时期显著减少，世界史、文化史、天文史以及历史地理类作

品近乎中断。 历史学家的写作风格与创作范式深受马穆鲁克时期埃及历史学派，尤其是以塔基丁

·马格里兹（Ｔａｑī ａｌ⁃Ｄīｎ ａｌ⁃Ｍａｑｒīｚī）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的影响。 该学派擅长通过观察生活与撰写

日记的方式记录时代事件，专注于百科全书式史书与编年史创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伊本

·４０２·

《史林》２ ／ ２０２６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ｎīｓ， Ｍａｄｒａｓａｔ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Ｍｉｓ·ｒī ｆī ａｌ⁃‘ 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Ｃａｉｒｏ： Ｄāｒ ａｌ⁃Ｊīｌ ｌｉｌ⁃Ｔｉｂā‘ ａｈ， １９６２； Ａｂū Ｗａｒｄ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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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ｔāｂａｔ ｔｒīｋｈ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ｈ·ｉｑｂａｈ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ｙａｈ ｋｈｉｌāｌ ａｌ⁃ｒｕｂ‘ ａｌ⁃ａｋｈīｒ ｍｉｎ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ｙａｈ，” Ａｓｔｗｒ， Ｖｏｌ． ８， ｎｏ．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ｐｐ． ２０９ － ２２３。
具体而言，英国学者罗杰·艾伦（Ｒｏｇｅｒ Ａｌｌｅｎ）与理查兹（Ｄ． 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论及奥斯曼时期埃及编年体史学的发展概况，参

见 Ｒｏｇｅｒ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Ｄ． 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ｒａｂ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杰克·Ａ．
克拉布斯（Ｊａｃｋ Ａ． Ｃｒａｂｂｓ）在对 １９ 世纪埃及史学的研究中提出杰巴尔提时代标志着埃及传统史学的终结，参见 Ｊａｃｋ Ａ． Ｃｒａｂｂ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休·肯尼迪（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等
人编著的《伊斯兰时期的埃及史学（ｃ． ９５０ － １８００）》中，学者们就埃及编年体史学及杰巴尔提进行了深入探讨，参见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ｇｙｐｔ （ｃ． ９５０ － １８００） ， Ｋöｌ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迈克尔·Ｊ． 雷默尔（Ｍｉｃｈａｃｌ Ｊ． Ｒｅｉｍｅｒ）选取了五位埃

及近代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作品中塑造的奥斯曼帝国的形象，提出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时期的历史被赋予消

极意义，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Ｒｅｉｍｅｒ，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Ｒｕｌｅ： Ｆ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１８２０ － １９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３。 因文章篇幅所限，其他此类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

梁道远对古代阿拉伯史学家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了奥斯曼统治初期的埃及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品，参见梁道远：《古代

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６４８ 页；王晴佳、李隆国的《外国史学史》简要提及了 １９ 世纪初埃

及民族史学的起步，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孔妍则以杰尔巴提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及其

三部代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孔妍：《埃及编年史家杰巴尔提及其史学“三部曲”》，《北方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伊亚斯（Ｉｂｎ Ｉｙāｓ）的《世事玉英》（Ｂａｄā’ ｉ‘ ａｌ⁃ｚｕｈūｒ ｆī ｗａｑā’ ｉ‘ ａｌ⁃ｄｕｈūｒ）。①

伊本·伊亚斯出生于埃及切尔克斯族“阿巴扎”部落，作为马穆鲁克后裔，他自幼与马穆鲁克贵

族交往密切，精通历史、地理与文学，是马穆鲁克王朝末期至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最重要的历史学

家之一。 《世事玉英》采用阿拉伯中世纪史学“百科全书”式编年体体例，②系统记述了从古埃及至

奥斯曼帝国初期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行政、法律、经济、文化、艺术和建筑等多方面内容，是伊斯

兰时期埃及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初期埃及社会生活的描述尤为珍贵。 作者结

合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埃及社会从马穆鲁克时代到奥斯曼时代的过渡过程，既表达了对于马穆鲁

克政权衰落的痛惜，也流露出对埃及民众的深切关注。 伊本·伊亚斯还创作了许多历史叙事诗，其
中有一首长诗将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征服形容为一场“灾难”。 尽管政治断裂对埃及史学造成冲

击，但马格里兹开创的百科全书体例仍通过伊本·伊亚斯等学者的实践得以延续，成为该时期史学

方法论的核心范式。
在编年史撰写方面，传统的以伊斯兰哈里发为核心的叙事框架，逐步让位于以奥斯曼帝国“素

丹 －帕夏”统治体系为中心的史述范式。 史学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穆蒂·伊斯哈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Ｍｕ‘ ｔ·ī Ｉｓｈ·āｑī）是继伊本·伊亚斯之后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运动的重

要人物，他撰写的编年史《埃及王迹纂要》（Ｌａｔ·ā’ ｉｆ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Ａｗｗａｌ ｆīｍａｎ ｔａｓ·ａｒｒａｆａ ｆ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ｒｂāｂ
ａｌ⁃Ｄｕｗａｌ，又名《伊斯哈格史》），将素丹 －帕夏统治时期作为叙述重点，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

统治以及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帕夏的生平记事、政治主张等内容。 他甚至专设一章表达自己对奥斯

曼统治者的拥护与钦佩。③ 他写道：“我阅读了一些以前国家的历史，从未听说过或见过像奥斯曼帝

国那样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它行政机构完善，法律体系健全。”④

人物传记也是这一时期埃及历史书写的常见体例。 这类传记作品的写作对象主要集中在精英

阶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了这一时期埃及史学对“大人物史观”的延续。 如杜麦里（Ａｌ⁃
Ｄａｍīｒī）的《伊历 １０ 世纪至 １１ 世纪初埃及法官传》（Ｑｕｄ·āｈ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āｓｈｉｒ ｗ’ｗ’ ｌ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
ｈ·āｄī ‘ａｓｈａｒ），⑤通过撰写大法官人物传记揭示了埃及长达百年的司法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

值。 杜麦里在编撰此书时受马穆鲁克时期历史学家伊本·哈吉尔·艾斯格拉尼（ Ｉｂｎ Ｈ· ａｊａｒ ａｌ⁃
‘Ａｓｑａｌāｎī）《埃及法官实录》（Ｒａｆ‘ ａｌ’ｓ·ｒ ‘ａｎ Ｑｕｄ·āｈ Ｍｉｓ·ｒ）⑥和阿卜杜·拉赫曼·萨哈维（‘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
ｍāｎ ａｌ⁃Ｓａｋｈāｗī）《埃及法官实录（续）》 （Ａｌ⁃Ｄｈａｙｌ ‘ ａｌá Ｋｉｔāｂ Ｒａｆ‘ ａｌ’ｓ· ｒ ｍｉｎ Ｑｕｄ· āｈ ｍｓ· ｒ’ ｗ ａｌ⁃ｌａｙｌ
ａｌｍｔｎāｈｙ）的影响，以人物名字首字母顺序编排全书，客观评价了埃及法官对于埃及司法制度及社

会治理的贡献。 相较于同时期马格里布及沙姆地区史学家，埃及史学家们在人物传记方面未有突

出表现。
第二，军人、法官、宗教学者等上层社会人士构成了历史书写的主要群体。 这一现象的形成与

帝国推行的封闭政策密切相关。 是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封锁红海贸易通道，切断埃及与欧洲的文

明交流，⑦而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一世（Ｓｅｌｉｍ Ｉ， １５１２—１５２０ 年在位）将大批学者和珍贵文献迁往

伊斯坦布尔，导致埃及文化生态进一步遭受重创。 在此背景下，埃及文化发展出现困境，知识生产

·５０２·

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的赓续与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ｎ Ｉｙāｓ， Ｂａｄā’ ｉ‘ ａｌ⁃ｚｕｈūｒ ｆī ｗａｑā’ ｉ‘ ａｌ⁃ｄｕｈūｒ，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Ｈａｙ’ａｈ ａｌ⁃Ｍｉｓ·ｒīｙａｈ ａｌ⁃‘�Ａｍｍａｈ ｌｉｌ⁃Ｋｉｔāｂ， １９８２．

Ｎūｒ ａｌ⁃Ｄīｎ Ｈ·āｔ·ūｍ ｅｔ ａｌ． ， Ｍａｄｋｈａｌ ｉｌā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Ｍａｔ·ｂａ‘ａｔ ａｌ⁃ｉｎｓｈā’， １９６４， ｐ． ５５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Ｍｕ‘ｔ·ī Ｉｓｈ·āｑī， Ｌａｔ·ā’ ｉｆ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Ａｗｗａｌ ｆīｍａｎ ｔａｓ·ａｒｒａｆａ ｆ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ｒｂāｂ ａｌ⁃Ｄｕｗａｌ，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ｔ·ｂａ‘ａｔ ａｌ⁃

‘Ｕｔｈｍāｎīｙａｈ， １８８６， ｐ． １４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Ｍｕ‘ｔ·ī Ｉｓｈ·āｑī， Ｌａｔ·ā’ ｉｆ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Ａｗｗａｌ ｆīｍａｎ ｔａｓ·ａｒｒａｆａ ｆ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ｒｂāｂ ａｌ⁃Ｄｕｗａｌ， ｐ． １４４．

Ａｌ⁃Ｄａｍīｒī， Ｑｕｄ·āｈ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 āｓｈｉｒ ｗ’ｗ’ ｌ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ｈ·āｄī ‘ ａｓｈａｒ， Ｃａｉｒｏ： Ｎā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ī ｌｉｌ⁃Ｎａｓｈｒ ｗａ⁃ａｌ⁃Ｔａｗｚī‘，

２０００．
Ｉｂｎ Ｈ· ａｊａｒ ａｌ⁃‘Ａｓｑａｌāｎī， Ｒａｆ‘ ａｌ’ｓ·ｒ ‘ａｎ Ｑｕｄ·āｈ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ｔａｂａｔ ａｌ⁃Ｋｈāｎｊī， １９９８．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Ｄａｆｎ， Ｄｉｒāｓāｔ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ｄａｗｌａｈ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ｙａｈ， Ｃａｉｒｏ： Ｊāｍｉ‘ａｔ ａāｌｚｈｒ， １９７９， ｐ． ６５．



能力大大减弱。 历史研究逐渐沦为特定职业群体的副业，其学术价值让位于实用功能。①

朝觐事务官员阿卜杜勒·卡迪尔·本·穆罕默德·杰兹尔（‘Ａｂｄ ａｌ⁃Ｑāｄｉｒ ｉｂｎ Ｍｕｈ· ａｍｍａｄ ａｌ⁃
Ｊａｚīｒī）的史学实践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体现。 作为朝觐事务办公室职员，他每年都会陪同埃及朝觐使

团一同朝觐，往返于埃及和希贾兹地区之间。 为了方便工作，他开始记录朝觐沿途见闻，后应上级

要求，将其收集的资料编撰成书，即《麦加之途：朝觐行纪与见闻录》（Ａｌ⁃Ｄｕｒａｒ ａｌ⁃ｆａｒā’ ｉｄ ａｌ⁃Ｍｕｎａｚ·ｚ·
ａｍａｈ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Ｈ· āｊｊ ｗａ⁃ｔ·ａｒīｑ Ｍａｋｋａｈ ａｌ⁃ｍｕ ａｚ·ｚ·ａｍａｈ）。② 这部兼具行政文书与历史记录性质的著

作，详细记载了 １５５４ 年前朝觐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朝觐方式、圣地经济状况、安全状况以及阿拉

伯人对待朝觐事务的态度等内容，成为研究当时阿拉伯社会的重要史料。
此外，地方法官阿卜杜勒·萨拉姆·马努菲（‘Ａｂｄ ａｌ⁃Ｓａｌāｍ ａｌ⁃Ｍｕｎūｆī）的代表作《尼罗河畔纪

行古录》（Ａｌ⁃Ｆａｙｄ· ａｌ⁃ｍａｄīｄ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Ｎīｌ ａｌ⁃Ｓａ‘ īｄ）集中展现了司法官员对地方历史的特殊关注，
这种以本职经验为基础的史学写作成为这一时期埃及史学的重要特色。 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兵团办

公室职员伊本·赞布尔·里马尔（ Ｉｂｎ Ｚｕｎｂｕｌ ａｌ⁃Ｒｉｍāｌ）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第一位军人史学

家。③ 其使用土耳其语④撰写多部记录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历史的作品，通过文字表达对奥斯

曼帝国的忠诚，这种政治导向的史学创作在军人史学家群体中颇具代表性。
第三，宗教与历史书写紧密融合，苏菲主义对埃及史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历史书写

的宗教化与道德化倾向上。 埃及一直是安纳托利亚苏菲派信徒心中的朝圣地。 苏菲主义作为一种

奉行神秘主义的伊斯兰派别，强调个人与真主的直接联系，提倡内心的修炼与灵性的追求。 奥斯曼

帝国统治埃及初期，苏菲主义受统治者推崇大行其道，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成为主流，还渗透进政

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了埃及人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⑤

作为奥斯曼帝国初期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苏菲主义将历史记载转变为宗教信仰与道德教义

的载体。 苏菲派历史学家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往往赋予其宗教神圣性，通过突出历史人物的崇高精

神地位为后世树立道德典范。⑥ 如苏菲派历史学家穆拉伊·罕百里（Ｍａｒ‘ ī ａｌ⁃Ｈ· ａｎｂａｌī）在《历史大

观：哈里发与素丹统治下的埃及》 （Ｎｕｚｈａｔ ａｌ⁃ｎāｚ·ｉｒīｎ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ｍｉｎ Ｗａｌ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ｋｈｕｌａｆā’ ｗａ⁃ａｌ⁃
ｓａｌāｔ·īｎ）⑦与《奥斯曼人的崇高美德》（Ｑａｌā’ ｉｄ ａｌ⁃ｉｑｙāｎ ｆī ｆａｄ·ā’ ｉｌ ａｌ⁃Ｕｔｈｍāｎ）⑧中将哈里发与奥斯曼素

丹塑造为道德典范，强调记录历史对培养骑士精神与理性思维的作用。⑨ 还有苏菲派学者阿卜杜勒

·瓦哈卜·沙拉尼（‘Ａｂｄ ａｌ⁃Ｗａｈｈāｂ ａｌ⁃Ｓｈａ‘ ｒāｎī）撰写的传记类史书《小等级传》 （Ａｌ⁃Ｔ· ａｂａｑāｔ ａｌ⁃
ｓ·ｕｇｈｒá），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乌夫·穆纳维（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ｕｆ ａｌ⁃Ｍｕｎａｗｉ）撰写的《苏菲

名人传》（Ａｌ⁃Ｋａｗāｋｉｂ ａｌ⁃ｄｕｒｒīｙａｈ ｆī ｔａｒāｊｉｍ ａｌ⁃ｓāｄａｈ ａｌ⁃Ｓ·ūｆīｙａｈ）、《小等级传》（Ａｌ⁃Ｔ·ａｂａｑāｔ ａｌ⁃ｓ·ｕｇｈｒá）、
《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传》（Ｓīｒａｔ ‘Ｕｍａｒ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Ａｚīｚ）等作品，通过记述宗教

名人的生平纪事，宣扬他们的道德品质与思想主张，为后世苏菲学者树立精神榜样。 这种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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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Ｍｕｓ·ｔ·ａｆā Ｚｉｙāｄａｈ， 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ｆī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ｋｈāｍｉｓ ‘ａｓｈａｒ ａｌ⁃Ｍīｌāｄī， Ｃａｉｒｏ： Ｌａｊｎａｔ ａｌ⁃Ｔａ’ ｌīｆ ｗａ⁃ａｌ⁃Ｔａｒ⁃

ｊａｍａｈ ｗａ⁃ａｌ⁃Ｎａｓｈｒ， １９４９， ｐ． ５５．
《麦加之途：朝觐行纪与见闻录》手稿目前现存两个版本，均由埃及图书总局刊印。 一版为作者亲笔所书，另一版为他人抄

写。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ｎīｓ， Ｍａｄｒａｓａｔ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Ｍｉｓ·ｒī ｆī ａｌ⁃‘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ｐ． ５４．

本文所使用的“土耳其语”一词，专指奥斯曼土耳其语，并非现代土耳其语。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Ｔ·ａｗīｌ， Ａｌ⁃Ｔａｓ·ａｗｗｕｆ ｆī Ｍｉｓ·ｒ ｉｂｂāｎａ ａｌ⁃‘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ｔａｂａｔ ａｌ⁃�Ａｄāｂ， １９４６， ｐ． ２０１．

Ａｄａｍ Ｓａｂｒａ，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ｒｉ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Ｂｏｏ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ｐ． ４６．

Ｍａｒ‘ ī ａｌ⁃Ｈ· ａｎｂａｌī， Ｎｕｚｈａｔ ａｌ⁃ｎāｚ·ｉｒīｎ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ｍｉｎ Ｗａｌ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ｋｈｕｌａｆā’ ｗａ⁃ａｌ⁃ｓａｌāｔ·ī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２０２００８０５＿２０２００８０５＿１９１７ ／ ｐａｇｅ ／ ｎ９ ／ ｍｏｄｅ ／ ２ｕ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９ 日。
Ｍａｒ‘ ī ａｌ⁃Ｈ· ａｎｂａｌī， Ｑａｌā’ ｉｄ ａｌ⁃ｉｑｙāｎ ｆī ｆａｄ·ā’ ｉｌ ａｌ⁃Ｕｔｈｍāｎ， Ｉｒｂｉｄ： Ｍｕ’ａｓｓａｓａｔ ａｌｈ·ｍāｄｈ ｌｌｄｒｌｓāｔ ａｌ⁃Ｊāｍｉ‘ īｙａｈ ｗａ⁃ａｌ⁃Ｎａｓｈｒ ｗａ⁃ａｌ⁃

Ｔａｗｚī‘， ２００９．
Ｍａｒ‘ ī ａｌ⁃Ｈ· ａｎｂａｌī， Ｎｕｚｈａｔ ａｌ⁃ｎāｚ·ｉｒīｎ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ｍｉｎ Ｗａｌ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ｋｈｕｌａｆā’ ｗａ⁃ａｌ⁃ｓａｌāｔ·īｎ， ｐ． ２．



使史学成为传播苏菲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苏菲主义推动了圣徒传记（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这一特殊史学体裁的繁荣发展。 随着巴克里家族等苏

菲圣徒家族的崛起，以家族谱系和圣徒事迹为核心的传记写作成为 １７ 世纪埃及史学的显著特征，
而圣徒传记的兴盛也与苏菲家族获取宗教合法性的需求密切相关。 这类作品如艾哈迈德·伊本·
扎因·阿比丁·巴克里（Ａｈ·ｍａｄ ｉｂｎ Ｚａｙｎ ａｌ⁃‘�Ａｂｉｄīｎ ａｌ⁃Ｂａｋｒī）撰写的《世时英华》（Ｑａｌａ’ ｉｄ ａｌ⁃ｍｉｎａｎ
ｗａ ｆａｒａ’ ｉｄ ａｌ⁃ｚａｍａｎ）、伊本·优素福·哈纳菲·鲁米·沙迪利·艾扎里（ Ｉｂｎ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Ｈａｎａｆｉ ａｌ⁃
Ｒｕｍｉ ａｌ⁃Ｓｈａｄｈｉｌｉ ａｌ⁃Ａｚｈａｒｉ）的《巴克里家族传》（Ａｌ⁃Ｎａｆａｈ·āｔ ａｌ⁃ｍｉｓｋīｙａｈ ｆī ａｌ⁃ｄｈｉｋｒ ｍａｎāｑｉｂ ａｌ⁃ｓāｄａｈ ａｌ⁃
ｂｉｋｒīｙａｈ）、易卜拉欣·乌拜迪（ Ｉｂｒāｈīｍ ａｌ⁃‘Ｕｂａｙｄī）的《艾布·伯克尔家族传》 （Ｕｍｄａｔ ａｌ⁃ｔａｈ· ｑīｑ ｆī
Ｂａｓｈā’ ｉｒ ａｌ ａｌ⁃Ｓ·ｉｄｄīｑ）等，不仅记录家族历史，更通过“生命周期论”等学说阐释苏菲派的灵魂观，反
映出苏菲主义内省特性对史学形式的深刻塑造。①

苏菲主义还强化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服务功能。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书写大多由统治阶层的

支持者完成。② 因此，历史书写通常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使用。 许多苏菲派历史学家通过撰写书籍

赞颂奥斯曼人的伟大功绩，树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在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以此获得上层的青睐，
提升政治地位。 苏菲派史学家如穆罕默德·伊本·苏鲁尔·巴克里·萨迪格（Ｍｕｈ· 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ｌ⁃
Ｓｕｒūｒ ａｌ⁃Ｂａｋｒī ａｌ⁃Ｓ· ｉｄｄīｑī）通过《奥斯曼帝国圣恩纪》（Ａｌ⁃Ｍｉｎａｈ· ａｌ⁃Ｒａｈ·ｍāｎīｙａｈ ｆī ｔａ’ ｒīｋｈ ａｌ⁃ｄａｗｌａｈ ａｌ⁃
‘Ｕｔｈｍāｎīｙａｈ）、《埃及与开罗总督荣光录》 （ Ａｌ⁃Ｎｕｚ′ ｈａｈ ａｌ⁃ｄｈａｈａｂīｙａｈ ｆī ｄｈｉｋｒ ｗｕｌāｔ Ｍｉｓ· ｒ ｗａ⁃ａｌ⁃
Ｑāｈｉｒａｈ ａｌ⁃Ｍｕ‘ａｚｚīｙａｈ）③等作品，系统论证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依附性的历史书

写，既源自苏菲派“宗教高于民族”的核心理念，也体现了奥斯曼伊斯兰政权与埃及本土苏菲世家之

间深厚的政治联盟关系。 此外，以巴克里为代表的苏菲派史学家在颂扬统治权威的同时，仍保持着

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 他在《重税之苦》（Ｋａｓｈｆ ａｌ⁃ｋｕｒｂａｈ ｆī Ｒａｆ‘ ａｌ⁃ｔ·ａｌａｂａｈ）中直指苛政害民的

社会弊端，试图通过史学书写唤起当政者对民间疾苦的重视，展现出苏菲学者特有的社会责任感。
苏菲主义对埃及史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盛行也导致埃及史学发展缓慢。④ １６—１７ 世纪，过

度强调神秘主义使史学陷入宗教叙事的窠臼，削弱了客观研究的动力。⑤ 正如阿拉伯当代历史学家

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Ａｂū ａｌ⁃Ｑāｓｉｍ Ｓａ‘ｄ Ａｌｌāｈ）所说：“苏菲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长期主导，是导

致这一时期历史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⑥英国东方学家雷诺·阿莱恩·尼科尔森（Ｒｅｙｎｏｌｄ Ａｌ⁃
ｌｅｙｎ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也提出：“这一时期的文化停滞固然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但其根本症结在于

苏菲神秘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加剧了埃及社会整体思想活力的衰退。”⑦苏菲派通过教义将科学置于

宗教的对立面，弱化了人们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 直到 １７ 世纪中叶，苏菲主义对待知识和科学的

立场才得以改善，包括历史在内的诸多学科实现了小范围发展。
苏菲主义对埃及史学的影响根植于其与政治权力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通

过扶持苏菲派巩固统治，凸显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并赋予其学术特权；另一

方面，苏菲学者通过宗教化、政治化的历史书写维护现存秩序，借此提升自身政治地位。 这种互利

机制使史学发展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既催生了富有特色的圣徒传记，也限制了史学的批判

性与多元性，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兼具宗教神圣性、道德教化性和政治服务性的独特史学传统。

·７０２·

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的赓续与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ｅｒｉｎ Ｔｅｒｚｉｏｇｌｕ，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Ｓｕｆｉ Ｓｅｌ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Ｎｉｙāｚī⁃ｉ Ｍıｓ·ｒī，”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 ｎｏ． ９４ （２００２）， ｐ． １３９．
Ａｂū ａｌ⁃Ｑāｓｉｍ Ｓａ‘ｄ Ａｌｌāｈ， 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Ｊａｚā’ ｉｒ ａｌ⁃Ｔｈａｑāｆī， Ｖｏｌ． ２， Ｂｅｉｒｕｔ： Ｄāｒ ａｌ⁃Ｇｈａｒī ａｌ⁃Ｉｓｌāｍī， １９９８， ｐ． ３２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ｌ⁃Ｓｕｒūｒ ａｌ⁃Ｂａｋｒī ａｌ⁃Ｓ·ｉｄｄīｑī， Ａｌ⁃Ｎｕｚ’ｈａｈ ａｌ⁃ｄｈａｈａｂīｙａｈ ｆī ｄｈｉｋｒ ｗｕｌāｔ Ｍｉｓ·ｒ ｗａ⁃ａｌ⁃Ｑāｈｉｒａｈ ａｌ⁃Ｍｕ‘ａｚｚīｙａｈ， Ｃａｉｒｏ：

Ｎā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ī ｌｉｌ⁃Ｎａｓｈｒ ｗａ⁃ａｌ⁃Ｔａｗｚī‘， １９９８．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Ｔ·ａｗīｌ， Ａｌ⁃Ｔａｓ·ａｗｗｕｆ ｆī Ｍｉｓ·ｒ ｉｂｂāｎａ ａｌ⁃‘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ｐ． ２１０．

Ａｂū ａｌ⁃Ｑāｓｉｍ Ｓａ‘ｄ Ａｌｌāｈ， 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Ｊａｚā‘ ｉｒ ａｌ⁃Ｔｈａｑāｆī， Ｖｏｌ． ２， ｐ． ３２２．
Ａｂū ａｌ⁃Ｑāｓｉｍ Ｓａ‘ｄ Ａｌｌāｈ， 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Ｊａｚā‘ ｉｒ ａｌ⁃Ｔｈａｑāｆī， Ｖｏｌ． ２， ｐ． ３２２．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Ｔ·ａｗīｌ， Ａｌ⁃Ｔａｓ·ａｗｗｕｆ ｆī Ｍｉｓ·ｒ ｉｂｂāｎａ ａｌ⁃‘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ｐ． ２１０．



二　 延展与现实：１７—１８ 世纪埃及传统史学的过渡

１７—１８ 世纪埃及史学的发展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剧变密不可分。 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

马穆鲁克贵族勾结形成的双重压迫日益加深，特别是 １８ 世纪马穆鲁克内部派系倾轧导致社会持续

动荡，埃及史学开始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转向。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宗教说教或歌

功颂德，而是将目光投向民生疾苦与社会矛盾，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 １７９８
年拿破仑入侵带来的西方文明冲击，不仅动摇了埃及传统社会结构，更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直接碰

撞，促使埃及史学家重新审视自身历史书写的价值。 正是在这种文明交往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埃及

史学逐渐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继续向前发展，为 １９ 世纪史学的全面复

兴奠定了基础。① 这一时期埃及史学的发展，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历史文本书写中对现实的关切日益增强。 随着马穆鲁克与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博弈持续

升级，加之统治阶层内部分裂与包税制的残酷压榨，埃及社会陷入空前的治理危机。 面对民不聊生

的社会现实，史学家们开始突破传统叙事的局限，采用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哲学”理论诊断国家弊

病。② 这种史学转向最显著的体现是历史书写视角的平民化转变。 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记录宫廷

政治与军事征伐，而是将目光投向长期被忽视的市井民生，普通民众在乱世中的生存困境同样成为

历史叙述的重要主题。 这种现实主义特征在伊本·瓦基勒（Ｉｂｎ ａｌ⁃Ｗａｋīｌ）的作品中尤为显著。
伊本·瓦基勒师从多位爱资哈尔著名谢赫③，其代表作《埃及历代诸王传》（Ｔｕｈ· ｆａｔ ａｌ⁃ａｈ·ｂāｂ ｂｉ⁃

ｍａｎ Ｍａｌｉｋ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ｍｕｌūｋ ｗａ⁃ａｌ⁃ｎūｗāｂ）④以文风优美而闻名，是记录埃及历史最详细的著作。 伊

本·瓦基勒在书中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剖析了奥斯曼帝国军事体系的弊端，提出军事集团权力垄

断导致手工业者、商人等平民阶层被强行纳入军事建制，而马穆鲁克军团通过利诱实力强劲的阿拉

伯部落势力壮大自身，进一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此外，伊本·瓦基勒还以详实的笔触记录了

“假币风波”等经济乱象，直指统治者剥削百姓的不义之举。
艾哈迈德·沙拉比·伊本·阿卜杜勒·加尼·哈纳菲（Ａｈ·ｍａｄ Ｓｈａｌａｂī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ī ａｌ⁃

Ｈ· ａｎａｆī）则将史学视野进一步拓展至农村社会。 为撰写《埃及帕夏统治下的开罗显迹》 （Ａｗｄ· ａｈ· ａｌ⁃
Ｉｓｈāｒāｔ ｆīｍａｎ ｔａｗａｌｌā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ｍｉｎ ａｌ⁃Ｗｕｚａｒā’ ｗāｌｂāｓｈāｔ），⑤他深入田间地头考察农民生存状况，开
创性地提出“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的深刻见解。 在其笔下，内乱、苛税、水利失修等社会

顽疾被一一揭露，农民弃耕、高利贷横行等衍生问题也得到真实呈现。 这种将史学视角下沉至社会

底层的做法，彰显了 １８ 世纪埃及史学家可贵的人文精神。
这种人文主义关怀不仅体现在史学著作中，也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 阿卜杜拉·沙布拉维

（‘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ａｌ⁃Ｓｈａｂｒāｗī）、阿里·本·穆罕默德·哈巴克·法拉（‘Ａｌī ｉｂ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Ｈ· ａｂｋ Ｆａｒａｈ·）
等历史学家通过诗歌这一更贴近民众的艺术形式，生动描绘了社会动荡时期埃及社会底层民众生

活的无序状态。 这种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史学关注现实的社会功能。
第二，军人历史学派的出现。 这一时期，军人阶层（Ａｌ⁃ａｊｎａｄ）对历史写作充满浓厚的兴趣，他们

使用口语化的表达记录自身所处时代发生的事件，并逐渐形成一个非职业历史书写群体———军人

·８０２·

《史林》２ ／ ２０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ｕｓｒī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ī ‘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Ｍｕ‘ ｊａｍ 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īｎ ａｌ⁃Ｍｕｓｌｉｍīｎ ｈ·ａｔｔā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Ｔｈāｎī ‘ａｓｈａｒ ａｌ⁃Ｈｉｊｒī， Ｂｅｉｒｕｔ： Ｄāｒ ａｌ⁃

Ｋｕｔｕｂ ａｌ⁃‘Ｉｌｍīｙａｈ， １９９１， ｐ． １７９．
‘Ａｂｄ ａｌ⁃Ｈ· ａｙｙ ａｌ⁃Ｋｈīｌī， “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ｙūｎ ｗａ⁃ｉｓ·ｌāｈ· ａｌ⁃ｄａｗｌａｈ： ｄｉｒāｓａｈ ｍｉｎ ｋｈｉｌāｌ ａｌ⁃ｍａｓ·āｄｉｒ ａｌ⁃ｔāｒīｋｈīｙａｈ，” Ａｓｔ⁃

ｗｒ， ｎｏ． １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ｐ． ３６．
爱资哈尔谢赫指在爱资哈尔清真寺任教或具有学术权威的宗教学者。
Ｉｂｎ ａｌ⁃Ｗａｋīｌ， Ｔｕｈ·ｆａｔ ａｌ⁃ａｈ·ｂāｂ ｂｉ⁃ｍａｎ Ｍａｌｉｋ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ｍｕｌūｋ ｗａ⁃ａｌ⁃ｎūｗāｂ， Ｃａｉｒｏ： Ｄāｒ ａｌ⁃�Ａｆāｑ ａｌ⁃‘Ａｒａｂīｙａｈ， １９９９．

Ａｈ·ｍａｄ Ｓｈａｌａｂī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ī ａｌ⁃Ｈ· ａｎａｆī， Ａｗｄ·ａｈ· ａｌ⁃Ｉｓｈāｒāｔ ｆīｍａｎ ｔａｗａｌｌā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ｍｉｎ ａｌ⁃Ｗｕｚａｒā’ ｗāｌｂāｓｈāｔ，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

ｔａｂａｔ ａｌ⁃Ｋｈāｎｊī， １９７８．



历史学派。 军人群体涉足历史书写领域的首要因素在于统治阶层对历史价值的高度认知。 他们认

为历史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作用，这一认知驱动军人群体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下他们在军

事行动中的亲身经历与沿途见闻，从而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历史文献。
马穆鲁克士兵普遍具备一定的教育背景，他们不仅接受了军事教育，有的还修习了伊斯兰教法

学、哲学等课程，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基本的读写能力，还孕育了其对学者阶层的天然敬仰之情，促使

他们倾向于效仿学者的行为模式，包括撰写历史著作，以此作为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途径之一。 此

外，部分士兵与埃及历史学家群体交往密切构成了又一重要因素，这种关系网络不仅为他们提供了

接触历史研究与书写的机会，也激发了其中一部分人投身于历史书写的热情与动力，从而进一步丰

富了军人群体在历史写作领域的贡献。 军人历史学派的产生不仅为埃及史学增添了一抹不同的色

彩，也为后代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参考资料。 然而这类史学家与职业历史学家不同，他们大多为

奥斯曼帝国近卫军或马穆鲁克军团的军人，知识水平有限，因此，不注重历史书写规范，文体偏口语

化，语法不佳。①

军人历史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伊本·哈吉·易卜拉欣 （Ｍｕｓ· ｔ· ａｆā Ｉｂｎ ａｌ⁃Ｈ· āｊｊ
Ｉｂｒāｈīｍ）与艾哈迈德·迪米尔达什（Ａｈ·ｍａｄ ａｌ⁃Ｄｉｍｉｒｄāｓｈ）。 穆斯塔法·伊本·哈吉·易卜拉欣是马

穆鲁克军团的一名高级军官，曾参与过多次马穆鲁克军团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的冲突。 他的著

作《真神之地：埃及见闻录》（Ｔāｒīｋｈ ｗａｑā’ ｉ‘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ｈ·ｒūｓａｈ： Ｋａｎāｎａｈ Ａｌｌāｈ ｆī ａｒｄ·ｈ）②主要记

录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作者亲身经历的一些冲突及战争。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许多马穆鲁克首

领与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之间的往来信件，这些珍稀的一手文献赋予了这本著作极大的史料价值。
艾哈迈德·迪米尔达什则是阿扎普军团③（Ａｚｅｂ）的一名高级军官，曾在军事学校接受宗教教育

与军事教育。 他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势力衰退与马穆鲁克势力重新崛起的时代，撰写了一本厚达 ５８９
页的《马穆鲁克至奥斯曼统治时期埃及见闻录》（Ｋｉｔāｂ ａｌ⁃Ｄｕｒｒａｈ ａｌ⁃ｍｕｓ·āｎａｈ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Ｋｉｎāｎａｈ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ｍā ｗａｑａ‘ａ ｂｉ⁃Ｍｉｓ·ｒ ｆī Ｄａｗｌａｔ ａｌ⁃Ｍａｍāｌīｋ ｍｉｎ ａｌｓｎāｊｑ ｗāｌｋｓｈāｆ ｗāｌｓｂ‘ｈ ａｗｊāｑāｔ ｗａ⁃ａｌ⁃ｄａｗｌａｈ ｗ
‘ｗāｙｄｈｍ ｗāｌｂāｓｈā ｉｌá āｋｈｉｒ ｓａｎａｔ ｔｈａｍāｎｉｎ ｗａ⁃ｓｉｔｔīｎ ｗａ⁃ｍｉ’ａｔ ｗａ⁃ａｌｆ）。④ 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其手稿现珍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该书在军人历史学派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全书围绕埃及的

统治阶级展开，记录了从 １６８７—１７５４ 年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历史。 除历史事件外，该书还介

绍了奥斯曼时期独具特色的“迪万”（Ｄｉｗａｎ）制度⑤、埃及社会的宗派结构、行会制度、税收制度等内

容，深入探讨了马穆鲁克精英阶层在统治和管理埃及中的作用，认为马穆鲁克的非法税收以及阿拉

伯部落势力的扩张是导致 １８ 世纪埃及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史书编撰方法革新。 奥斯曼帝国初期的史学家普遍通过引用前人著作来进行历史叙述，

并注明来源，以此彰显其学术素养与文化水平。 而到了 １８ 世纪，埃及史学家的编撰方法发生变化。
受奥斯曼帝国官方史学发展的影响，同时由于政府文件的普及，埃及史学家们开始将行政命令、财
政报告、法律记录和军事档案等官方文件作为历史叙述的重要依据，提升历史研究的准确性与可信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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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ūｒ ａｌ⁃ＤīｎＨ·āｔ·ūｍ ｅｔ ａｌ． ， Ｍａｄｋｈａｌ ｉｌā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ｐ． ５６０．

Ｍｕｓ·ｔ·ａｆā Ｉｂｎ ａｌ⁃Ｈ· āｊｊ Ｉｂｒāｈīｍ， Ｔāｒīｋｈ ｗａｑā’ ｉ‘ Ｍｉｓ· ｒ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ｈ· ｒūｓａｈ： Ｋａｎāｎａｈ Ａｌｌāｈ ｆī ａｒｄ·ｈ， Ｃａｉｒｏ： Ｄāｒ ａｌ⁃Ｋｕｔｕｂ ｗａ⁃ａｌ⁃

Ｗａｔｈā’ｉｑ ａｌ⁃Ｑａｗｍīｙａｈ， ２００２．
阿扎普军团（Ａｚｅｂ）：奥斯曼帝国时期民兵组织，由年轻未婚的非正规步兵（轻步兵）组成，是继奥斯曼近卫军之后埃及最

重要的军事组织之一。 参见‘Ａｂｄ ａｌ⁃Ｌａｔ·īｆ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Ｉｄāｒａｈ ｆī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ａ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Ｃａｉｒｏ： Ｊāｍｉ‘ ａｔ ‘Ａｙｎ Ｓｈａｍｓ， １９７８， ｐ．

１９５。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Ｄｉｍｉｒｄāｓｈ， Ｋｉｔāｂ ａｌ⁃Ｄｕｒｒａｈ ａｌ⁃ｍｕｓ·āｎａｈ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Ｋｉｎāｎａｈ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ｍā ｗａｑａ‘ａ ｂｉ⁃Ｍｉｓ·ｒ ｆī Ｄａｗｌａｔ ａｌ⁃Ｍａｍāｌīｋ ｍｉｎ

ａｌｓｎāｊｑ ｗāｌｋｓｈāｆ ｗāｌｓｂ‘ｈ ａｗｊāｑāｔ ｗａ⁃ａｌ⁃ｄａｗｌａｈ ｗ‘ｗāｙｄｈｍ ｗāｌｂāｓｈā ｉｌá āｋｈｉｒ ｓａｎａｔ ｔｈａｍāｎｉｎ ｗａ⁃ｓｉｔｔīｎ ｗａ⁃ｍｉ’ ａｔ ｗａ⁃ａｌｆ，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
‘ｈａｄ ａｌ⁃‘Ｉｌｍī ａｌ⁃Ｆａｒａｎｓī ｌｉｌ⁃�Ａｔｈ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ｑīｙａｈ， １９８９．

迪万（Ｄｉｗａｎ）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务会议（或政务委员会），作为辅佐素丹的最高权力机构，总揽国家政务。 参见哈全

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４６ 页；王三义：《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建构及管理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度。 这些文件不仅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还详细记录了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对社会

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文件的梳理，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许多历史学

家与奥斯曼帝国政府高层联系密切，有的直接任职于政府机构，为他们接触和利用官方文件提供了

便利。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历史事件的意识。 他们不单依赖官

方文件，还进行交叉验证，考量不同版本的叙述，对政策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这一点在艾哈迈

德·沙拉比、穆斯塔法·伊本·哈吉·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迪米尔达什等同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

中均得到了体现。
第四，该时期的史学著作反映了埃及文明与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间交往互动不断深化的时代特

征。 一方面是土耳其语被用于史学书写之中。 随着土耳其语在埃及的推广与普及，这一时期的历

史著作在以阿拉伯语书写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土耳其语词汇及方言。 如军人史学家穆斯塔法·伊

本·哈吉·易卜拉欣与艾哈迈德·迪米尔达什著作的语言风格就充满了与前人不同的奥斯曼腔

调，①尤其在介绍与奥斯曼帝国军事制度相关内容时使用了大量土耳其语术语，这些术语是了解 １８
世纪埃及奥斯曼政权制度文明的重要窗口。 易卜拉欣·奥非（Ｉｂｒāｈīｍ ａｌ⁃Ａｗｆī）的著作《桑贾克事件

记》（Ｔａｒāｊｉｍ ａｌ⁃Ｓ·ａｗā’ ｉｑ ｆī ｗāｑｉ’ａｔ ａｌ⁃ｓ·ｎāｊｑ）②中也有许多土耳其语表达。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受奥斯曼史学的影响，重视对奥斯曼政治文化的探讨。③ 部分爱资哈尔学

者的史学著作突出表现了这一文化融合特征。 作为当时重要的知识群体，他们既完整继承了阿拉

伯史学传统（包括历史典籍研究、语言文献学以及伊斯兰宗教史等核心领域），又深刻浸润于奥斯曼

帝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 通过创造性的学术实践，这些学者成功实现了阿拉伯伊斯兰学术体系

与奥斯曼帝国统治文化的有机整合。 在研究方法上，融合了阿拉伯考据学与奥斯曼帝国行政文献；
在叙事框架上，兼顾了伊斯兰纪年与奥斯曼政治史观；在价值取向上，平衡了宗教传统与现实政治

需求。 这种学术创新既满足了宗教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又顺应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统治的需要，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化史学范式。 这类著作如爱资哈尔谢赫阿卜杜拉·沙尔卡维（‘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ａｌ⁃
Ｓｈａｒｑāｗī）介绍奥斯曼帝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作品《对素丹帕夏统治埃及时期的见解》 （Ｔｕｈ· ｆａｔ ａｌ⁃ｎāｚ·
ｉｒīｎ ｆīｍａｎ Ｗāｌ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ｍｕｌūｋ ｗａ⁃ａｌ⁃ｓａｌāｔ·īｎ）④、艾哈迈德·拉希迪（Ａｈ·ｍａｄ ａｌ⁃Ｒａｓｈīｄī）介绍奥斯曼

帝国宗教活动的《奥斯曼朝觐使官录》（Ｈ· ａｓａｎ ａｌ⁃Ｓ·ａｆā ｗāｌ’ｂｔｈāｊ ｂｉ⁃ｄｈｉｋｒ ｍｉｎ Ｗａｌī Ｉｍāｒａｔ ａｌ⁃Ｈ· āｊｊ）⑤等。
第五，史学地位的提升。 这一认知转变不仅体现在史学著作的数量增长上，更反映在学者们对

史学价值的理论思考中。 伊本·瓦基勒从认识论角度阐释史学的意义，指出“历史是求知者必修的

重要学科，通过考察古代国家的兴衰，后人得以借鉴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⑥ 这种将历史视为

“鉴往知来”工具的观点，标志着埃及史学思想的重要突破。 穆斯塔法·萨法维·卡拉卡维（Ｍｕｓ· ｔ·
ａｆā ａｌ⁃Ｓ·ａｆａｗī ａｌ⁃Ｑｌｑāｗｙ）在《埃及统治者精英纪》（Ｓ·ａｆｗａｔ ａｌ⁃Ｚａｍāｎ ｆī ｍｉｎ ｔａｗａｌｌā ‘ａｌā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ｍīｒ
ｗａ⁃ｓｕｌｔ·āｎ）中进一步将史学神圣化，强调其作为“真正的伊斯兰科学”的地位，并追溯至先知时代的

历史渊源。⑦ 这种论证策略既凸显了史学的宗教合法性，又强化了其学术权威。 更为系统的是艾哈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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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ｂū Ｗａｒｄａｈ ‘Ａｂｄ ａｌｗｈｂ ‘Ａｔ·īｙａｈ ａｌ⁃Ｓａ‘ｄａｎī， 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ｆī Ｍｉ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ｉｌā ｚ·ｕｈūｒ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āｎ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ī， ｐ．

３８９．
Ｉｂｒāｈīｍ ａｌ⁃‘Ａｗｆī， Ｔａｒāｊｉｍ ａｌ⁃Ｓ·ａｗā‘ ｉｑ ｆī ｗāｑｉ‘ａｔ ａｌ⁃ｓ·ｎāｊｑ，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ｈａｄ ａｌ⁃‘Ｉｌｍī ａｌ⁃Ｆａｒａｎｓī ｌｉｌ⁃�Ａｔｈ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ｑīｙａｈ， １９８６．

Ｒāｂｉ‘ａｈ Ｍｕｚｈｉｒ Ｓｈāｋｉｒ ｗａ⁃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 ａｌ⁃Ｑāｄｉｒ Ｋｈｕｒａｙｓāｔ， “Ａｌ⁃ｋｉｔāｂａｈ ａｌ⁃ｔāｒīｋｈīｙａｈ ‘ ｉｎｄａ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ｙīｎ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

‘āｓｈｉｒ ａｌ⁃Ｈｉｊｒī ／ ａｌ⁃ｓāｄｉｓ ‘ａｓｈａｒ ａｌ⁃Ｍｉｌāｄī，” Ａｌ⁃‘Ｕｌūｍ ａｌ⁃Ｉｎｓāｎīｙａｈ ｗａ⁃ａｌ⁃Ｉｊｔｉｍā‘ īｙａｈ，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ｐ． ７２．
‘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ａｌ⁃Ｓｈａｒｑāｗī， Ｔｕｈ·ｆａｔ ａｌ⁃ｎāｚ·ｉｒīｎ ｆīｍａｎ Ｗāｌī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ｌ⁃ｍｕｌūｋ ｗａ⁃ａｌ⁃ｓａｌāｔ·īｎ，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ｔａｂａｔ Ｍａｄｂūｌī， １９９６．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Ｒａｓｈīｄī，Ｈ·ａｓａｎ ａｌ⁃Ｓ·ａｆā ｗāｌ’ｂｔｈāｊ ｂｉ⁃ｄｈｉｋｒ ｍｉｎ Ｗａｌī Ｉｍāｒａｔ ａｌ⁃Ｈ·āｊｊ，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ｔａｂａｔ ａｌ⁃Ｋｈāｎｊī， １９８０．

Ａｂū Ｗａｒｄａｈ ‘Ａｂｄ ａｌｗｈｂ ‘Ａｔ·īｙａｈ ａｌ⁃Ｓａ‘ｄａｎī， 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ｆī Ｍｉｓ·ｒ ａｌ⁃‘Ｕｔｈｍāｎī ｉｌā ｚ·ｕｈūｒ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āｎ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ī， ｐ． ２６８．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Ｕｍａｒ ‘Ａｂｄ ａｌ⁃‘Ａｚīｚ ‘Ｕｍａｒ，Ｓ·ａｆｗａｔ ａｌ⁃Ｚａｍāｎ ｆī ｍｉｎ ｔａｗａｌｌā ‘ａｌā Ｍｉｓ·ｒ ｍｉｎ Ａｍīｒ ｗａ⁃ｓｕｌｔ·āｎ ｌｉ⁃Ｍｕｓ·ｔ·ａｆā ａｌ⁃Ｓ·ａｆａｗī ａｌ⁃

Ｑｌｑāｗ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Ｄāｒ ａｌ⁃Ｍａ‘āｒｉｆ ａｌ⁃Ｊāｍｉ‘ īｙａｈ， ２００６， ｐ． ２９．



迈德·沙拉比的学科分类体系，他将历史学与圣训学相提并论，甚至置于与先知思想和先贤智慧并

列的高度，①构建起一个以伊斯兰价值观为核心的学术等级体系。
这种史学地位的提升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 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统

治下，埃及社会长期处于政治认同的模糊状态，本土学者迫切需要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来建构民

族认同和文化主体性。 伊本·瓦基勒等史学家对埃及古代文明的追溯，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

一种文化自觉的表达。 另一方面，１８ 世纪埃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史学的现实价值凸显，学者开始

重新审视各学科的价值序列。 面对马穆鲁克集团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剥削，史学家们通过历史研究

揭示社会变迁的规律，试图为社会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正是上述要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学者的研

究热情，为埃及史学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史学自觉意识的觉醒，不仅推动了学术发展，更
预示着 １９ 世纪埃及文化复兴运动的先声。

三　 冲击与交融：１９ 世纪埃及传统史学的转型

拿破仑远征埃及（１７９８—１８０１ 年）成为埃及史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节点。 法军的占领虽然短

暂，却彻底动摇了埃及传统的社会结构。 拿破仑进驻埃及后，宣布没收所有马穆鲁克的财产，还强

迫埃及人民为法国军队提供军粮，缴纳供奉，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持续反抗，最终导致法军撤离后的

权力真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穆罕默德·阿里接受奥斯曼帝国素丹敕令，担任埃及帕夏，
成为埃及新一任实际统治者，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现代化改革。 他不仅派遣科学使团赴欧学习

数学、历史、地理等现代学科，更组织大规模翻译运动引进西方著作，同时改革教育体系、发展印刷

出版业，为埃及营造了全新的文化生态。 这些变革直接促成了埃及史学的现代转型。 留学归来的

新一代史学家开始尝试将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传统伊斯兰史学相融合，在保持本土学术特色

的同时，推动埃及史学向系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批判式继承传统编年史写作范式。 阿卜杜·拉赫曼·杰巴尔提（‘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 ｍāｎ ａｌ⁃

Ｊａｂａｒｔī）是复兴传统史学“第一人”。 首先，在方法论上，他虽沿用传统写作范式，但突破了简单堆砌

史料的窠臼，建立起“述而有论”的新范式，实现了史学从记事到阐释的质变。 他的三部代表作

品———《奇妙纪事：传记与编年史》（‘Ａｊā’ ｉｂ ａｌ⁃�Ａｔｈāｒ ｆī ａｌ⁃ｔａｒāｊｉｍ ｗａ⁃ａｌ⁃ａｋｈｂāｒ）②、《法国占领时期的

埃及》（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ｉ’ 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③以及《神意在法国统治终

结中的展现》（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ｔａｑｄīｓ ｂｄｈｈāｂ Ｄａｗｌａｔ ａｌ⁃Ｆａｒａｎｓīｓ）④使用传统的编年史体例以及日记的方式

构建叙事框架，通过对史料的深度剖析与细致研究，揭示历史问题背后的本质内涵，进而实现历史

书写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与阐释。
其次，在内容选择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批判意识。 作为马穆鲁克灭亡、法国占领和阿里改革三

大历史转折的亲历者，杰巴尔提将个人观察与历史书写紧密结合。 《奇妙纪事：传记与编年史》是杰

巴尔提耗时最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誉为“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埃及最伟大的历史记述著作”。⑤

他在这部著作中融入了个人对社会变革以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深刻思考，提出真正的阿拉伯复兴

开始于法国对埃及的占领，法国的入侵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原因。⑥ 作为乌莱玛阶层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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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ｈ·ｍａｄ Ｓｈａｌａｂī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ī ａｌ⁃Ｈ· ａｎａｆī， Ａｗｄ·ａｈ· ａｌ⁃Ｉｓｈāｒāｔ ｆīｍａｎ ｔａｗａｌｌā Ｍｉｓ·ｒ， ｐｐ． ９５ － ９９．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āｎ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ī， ‘Ａｊā’ ｉｂ ａｌ⁃�Ａｔｈāｒ ｆī ａｌ⁃ｔａｒāｊｉｍ ｗａ⁃ａｌ⁃ａｋｈｂāｒ，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ｔ·ｂａ‘ａｔ Ｄāｒ ａｌ⁃Ｋｕｔｕｂ ａｌ⁃Ｍｉｓ·ｒīｙａｈ， １９９７．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ａｎ Ｊａｂａｔｉ，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ｉ’ 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ｔｏｎ： Ｍａｒｋｕｓ Ｗｉｅ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６．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āｎ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ī， 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ｔａｑｄīｓ ｂｄｈｈāｂ Ｄａｗｌａｔ ａｌ⁃Ｆａｒａｎｓīｓ， Ｃａｉｒｏ： Ｎā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ī ｌｉｌ⁃Ｎａｓｈｒ ｗａ⁃ａｌ⁃Ｔａｗｚī‘， １９９８．

Ｊａｍāｌ ａｌ⁃Ｄīｎ ａｌ⁃Ｓｈａｙｙāｌ，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ｗａ⁃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ｆī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ｔāｓｉ‘ ‘ａｓｈａｒ， ｐ． １８．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ｍａｎ Ｊａｂａｔｉ，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ｌ⁃Ｊａｂａｒ⁃ｔｉ’ 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０， 转引自孔妍：《埃及

编年史家杰巴尔提及其史学“三部曲”》，《北方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表，穆罕默德·阿里的世俗化改革引起了杰巴尔提的强烈不满。 在书中，他一方面肯定了阿里改革

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一方面又对阿里轻视沙里亚法、打压乌莱玛阶层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这种辩证

的历史眼光超越了传统编年史的局限。
最后，在史学观念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他与哈桑·阿塔尔合作的《神意在法国统

治终结中的展现》，既保留了传统史学中诗歌散文的文学表达，又注入了现代民族意识。 该书的内

容与《奇妙纪事：传记与编年史》内容基本一致，主要记述了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在埃及的统治，深入

分析了两政权对埃及文明发展的影响，强调保持伊斯兰民族属性，批判西方文明对埃及社会价值

观、社会行为方面的负面影响。
作为埃及史学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杰巴尔提的史学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他创造

性地在传统编年史框架中注入现代性思考，既完整保留了伊斯兰史学的形式特征，又通过民族主义

叙事和批判性思维实现了内涵革新。 这种“旧形式承载新思想”的书写策略，不仅完成了古典史学

向现代史学的范式转换，更在客观上促成了阐释性历史书写范式的建立，并为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

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① 因此，杰巴尔提当之无愧地成为埃及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式人物。
第二，西方历史研究方法与本地实践相结合，以文明史观重构历史叙事。 在埃及，最早尝试将

西方历史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学者是里法阿·塔哈塔维（Ｒｉｆā‘ａｈ ａｌ⁃Ｔ· ａｈｔ·āｗī），他是首批赴法留学生

代表团的团长。 塔哈塔维在巴黎留学时结识了很多著名的东方学家，②他从这些学者的身上学习到

了“东方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并对古埃及历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留法期间，他翻译

了多部历史地理类法语书籍并带回国内。③ 塔哈塔维对于埃及近代史学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

许多西方优秀的历史作品及史学理论译介到埃及，推动了埃及近代史学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以

至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从事的更多是翻译而不是创作。④

塔哈塔维回国后，受穆罕默德·阿里的委任担任语言学校的校长。 在其推动下，该校首次将

“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纳入教学体系，这是伊斯兰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标志着埃及传统

史学朝着现代化、专业化方向的转变。 此外，他还收集了许多介绍古代历史文明的书籍，带领学生

翻译。 通过翻译，他对埃及古代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使湮没于伊斯兰叙事下的

法老文明重新进入公共视野。 在他看来，了解和珍惜埃及古代文明对于建构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

至关重要。 这也是民族主义在中东不断增强的表现，即 １９ 世纪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努力寻找和识别

文化和历史的遗产（仅指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的遗产），其中以他们自己对自己民族过去的想象为特

色。⑤

塔哈塔维在历史研究中主张摆脱传统宗教史观的束缚，从文明起源的角度重构埃及历史。 受

欧洲埃及学的启发，塔哈塔维在参考欧洲埃及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第一部埃及史学著作《伟大

的陶菲克光耀下的埃及历史及伊斯玛仪后裔考》 （Ａｎｗāｒ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Ｊａｌīｌ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Ｍｉｓ· ｒ ｗａ ｔａｗｔｈīｑ
Ｂａｎī Ｉｓｍā‘ īｌ），⑥该书是重新理解埃及历史的开端。⑦ 塔哈塔维对埃及历史的理解与埃及传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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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ｃｋ Ａ． Ｃｒａｂｂ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ｐ． ４３．
如德·萨西（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 ｄｅ Ｓａｃｙ）、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约瑟夫·杜桑·雷诺（Ｊｏｓｅｐｈ 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 Ｒｅｉｎａｕｄ）以及《埃及志》的作者

埃德梅·弗朗索瓦·若马尔（Ｅｄｍｅ⁃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Ｊｏｍａｒｄ）等。
Ｊａｍāｌ ａｌ⁃Ｄīｎ ａｌ⁃Ｓｈａｙｙāｌ， Ｒｉｆā‘ ａｈ ａｌ⁃Ｔ· ａｈ ｔ·āｗī： ｚａ ‘ īｍ ａｌ⁃Ｎａｈｄ· ａｈ ａｌ⁃ｆｉｋｒīｙａｈ ｆī ‘ ａ ｓ· ｒ Ｍｕｈ· ａｍｍａｄ ‘ Ａｌī， Ｃａｉｒｏ： Ｍｕ’ ａｓｓａｓａｔ

Ｈｉｎｄāｗī， ２０２０， ｐ． ２８．
Ｇａｍａｌ Ｅｌ⁃Ｄｉｎ Ｅｌ⁃Ｓｈａｙｙ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４０３， 转引自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第 １２０—１２１ 页。
Ｒｉｆā‘ａｈ ａｌ⁃Ｔ·ａｈｔ·āｗī， Ａｎｗāｒ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Ｊａｌīｌ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Ｍｉｓ·ｒ ｗａ ｔａｗｔｈīｑ Ｂａｎī Ｉｓｍā‘ īｌ，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６８．
Ｊａｍāｌ ａｌ⁃Ｄīｎ ａｌ⁃Ｓｈａｙｙāｌ，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ｗａ⁃ａｌ⁃ｍｕ’ａｒｒｉｋｈūｎ ｆī Ｍｉｓ·ｒ ｆī ａｌ⁃ｑａｒｎ ａｌ⁃ｔāｓｉ‘ ‘ａｓｈａｒ， ｐ． ７１．



学家明显不同，他以一种文明史观看待埃及历史，注重强调埃及文明的延续性，认为埃及文明与其

他古代文明一样连续不断，绵延不息。 他所叙述的埃及历史可追溯至伊斯兰教诞生前，包括法老时

期、希腊和罗马统治时期、拜占庭时期直至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塔哈塔维对埃及历史的重构更符合

当代社会的需求。
塔哈塔维还强调弘扬古代文明的辉煌，树立文化自信。 塔哈塔维在《伟大的陶菲克光耀下的埃

及历史及伊斯玛仪后裔考》一书中明确提出埃及文明在世界文明中享有重要地位，他写道：“从遥远

的时代开始，埃及便以其耀眼的文明之光照亮了世界。 法老时代，埃及是世界民族之母。 而此后，
无论是在亚历山大时代还是托勒密时代，埃及在世界人民心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 希腊罗马统治

时期，它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将智慧的火种播撒到世界各地。 伊斯兰征服埃及后，埃及文明发

展取得了新的进步，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并通过安达卢西亚将文明传播至西方。”①塔哈塔维的

这部作品充满了民族主义色彩，唤醒埃及人民对埃及独特文化传统的自豪感。 通过他的笔触，埃及

人被引导着去重新思考和理解古代文明对于塑造埃及独特身份的重要作用，也为埃及社会塑造了

一个积极向上的文化认同。 受塔哈塔维“文明史观”的影响，１９ 世纪中叶埃及兴起了一股复兴古代

文明的浪潮，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尼罗河文明、法老文化的历史作品。
第三，学院派职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出现，推动历史书写类型多元化发展。 得益于 １９ 世纪上半

叶的翻译运动及教育改革，埃及总督伊斯玛仪执政时期，埃及历史研究与著作撰写迎来了全面复

兴。 这一时期，埃及涌现出了新一代历史学家，他们大都出身学院派，接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掌握

现代科学知识与历史研究技巧，在世界史、国别史、城市史、文明史等方面取得瞩目成就，是埃及历

史学家迈向职业化的显著标志。 新一代史学家在吸收前人史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服务

于民族主义的文明史观为指导，以传统阿拉伯史学为依托的新型史学著述范式，埃及现代历史学派

也由此正式形成。 根据其内容与写作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新百科全书派。 这类历史学家既精通西方科学文化，又深谙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精髓，

他们的作品研究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个方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伊斯玛

仪统治时期的教育部部长阿里·穆巴拉克（‘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他被看作是塔哈塔维之后，推动埃及史

学发展的又一先驱。 阿里·穆巴拉克主张建立埃及国家图书馆与开设中学历史课，在推动历史教

育和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② 阿里·穆巴拉克最著名的历史著作便是 ２０ 卷本的历

史巨著《陶菲奇亚·贾迪达的记述》（Ａｌ⁃Ｋｈｉｔ·ａｔ· ａｌ⁃Ｔａｗｆīｑīｙａｈ ａｌ⁃Ｊａｄīｄａｈ）。③ 穆巴拉克在创作该书时

有意识地模仿马格里兹的著述风格，采用“赫塔特”（Ａｌ⁃ｋｈｉｔ·ａｔ·）文学形式描述了开罗、亚历山大等埃

及城市与乡镇从法老时期至伊斯玛仪统治时期的历史流变，描述内容包括政权更替、名人传记、城
市建设、乡村风俗、河流水位等。 该书资料来源十分多样，穆巴拉克在撰写该书时除了参考古代阿

拉伯语经典书籍、法语历史著作外，还使用了大量考古报告以及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关于捐赠

和财产的争论以及在石头和墙壁上发现的文字》等。④ 他认为考古研究能够更真实地还原古埃及历

史，揭示历史背后的秘密及其影响。⑤

除《陶菲奇亚·贾迪达的记述》外，阿里·穆巴拉克还有许多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如研究尼罗河

历史及防洪治理的《关于埃及尼罗河治理的思考》（Ｎｕｋｈｂａｈ ａｌ⁃Ｆｉｋｒ ｆī ｔａｄｂīｒ Ｎａｙｌ Ｍｉｓ·ｒ），⑥探讨古埃

及至伊斯兰时期埃及度量标准变化的《计量标准的演变》（Ａｌ⁃Ｍīｚāｎ ｆī ａｌ’ｑｙｓｈ ｗａ⁃ａｌ⁃ａｗｚāｎ）⑦等。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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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ｉｆā‘ａｈ ａｌ⁃Ｔ·ａｈｔ·āｗī， Ａｎｗāｒ Ｔａｗｆīｑ ａｌ⁃Ｊａｌīｌ ｆī Ａｋｈｂāｒ Ｍｉｓ·ｒ ｗａ ｔａｗｔｈīｑ Ｂａｎī Ｉｓｍā‘ īｌ， ｐｐ． ９ － １０．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第 １３０ 页。
‘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 Ａｌ⁃Ｋｈｉｔ·ａｔ· ａｌ⁃Ｔａｗｆīｑīｙａｈ ａｌ⁃Ｊａｄīｄａｈ，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８８．

‘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 Ａｌ⁃Ｋｈｉｔ·ａｔ· ａｌ⁃Ｔａｗｆīｑīｙａｈ ａｌ⁃Ｊａｄīｄａｈ， Ｖｏｌ． １， ｐ． ２．

‘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 Ａｌ⁃Ｋｈｉｔ·ａｔ· ａｌ⁃Ｔａｗｆīｑīｙａｈ ａｌ⁃Ｊａｄīｄａｈ， Ｖｏｌ． １， ｐｐ． ２ － ３．

‘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 Ｎｕｋｈｂａｈ ａｌ⁃Ｆｉｋｒ ｆī ｔａｄｂīｒ Ｎａｙｌ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ｔ·ｂａ‘ａｔ Ｗāｄī ａｌ⁃Ｎīｌ， １８７９．

‘Ａｌī Ｍｕｂāｒａｋ， Ａｌ⁃Ｍīｚāｎ ｆī ａｌ’ｑｙｓｈ ｗａ⁃ａｌ⁃ａｗｚāｎ，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９２．



巴拉克对钱币以及度量衡的研究，使用了大量欧洲考古学家的数据，以增加研究的科学性与说服

力，这是杰巴尔提与塔哈塔维都没有做到的，也是他在现代历史写作技巧上的新突破。
新百科全书派另一位代表性人物阿明·萨米（Ａｍīｎ Ｓāｍī）师承阿里·穆巴拉克，其学术生涯的

集大成之作《尼罗河年鉴》（Ｔａｑｗīｍ ａｌ⁃Ｎīｌ）①以水文史重构埃及国史，这部耗时 ２５ 年完成的 ６ 卷本

巨著，系统梳理了自 ７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至 １８７９ 年间的尼罗河流域水文变迁与埃及社会历史

进程，对河流生态、水利工程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教育改革、人口迁移及城市规划进行全面分

析。② 该书使用了大量官方文件、统计数据等一手文献，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第二类：新编年史派。 这类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虽然使用的是传统编年史和地方志的写作

形式，但不乏现代史学所共有的批判精神与分析推理的色彩。③ 在这一历史阶段，埃及逐渐摆脱了

长期封闭保守的状态，开始重新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和交流，世界史书写也随之再度兴起。 伊斯玛

仪·萨尔汗克（Ｉｓｍā‘īｌ Ｓａｒｈａｎｋ）的代表作《海洋国家简史》（Ｈ· ａｑā’ ｉｑ ａｌ⁃ａｋｈｂāｒ ‘ａｎ ｄｕｗａｌ ａｌ⁃ｂｉｈ·āｒ）④

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史学著作。 伊斯玛仪·萨尔汗克强调历史要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

能，历史学家“都有责任慷慨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履行对祖国的责任，为本国人民谋福祉”。⑤ 《海洋

国家简史》一书共分 ３ 卷，记述了公元前 １０ 世纪至公元 １９ 世纪海洋国家的兴衰变迁，涉及欧亚非

三大洲多个国家的历史。 马哈茂德·法赫麦（Ｍａｈ·ｍūｄ Ｆａｈｍī）的世界史著作《富饶的大海：全球史

始末》（Ａｌ⁃Ｂａｈ·ｒ ａｌ⁃ｚāｋｈｉｒ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ａｌ⁃‘āｌａｍ ｗａ⁃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ａｗā’ ｉｌ ｗａ⁃ａｌ⁃ａｗāｋｈｉｒ）⑥共 ４ 卷本，以时间为

线索记述了世界海洋国家的历史变迁。 马哈茂德·法赫麦也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一

个真正完成了世界历史多卷本研究的人。⑦

此外，具有世界史视野的历史学家还有米哈伊尔·沙鲁比姆（Ｍīｋｈā’ īｌ Ｓｈāｒūｂīｍ）。 沙鲁比姆

是一位博学的科普特学者，精通科普特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他的代表作《古今埃及历史大

全》（Ａｌ⁃Ｋāｆī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Ｍｉｓ·ｒ ａｌ⁃ｑａｄīｍ ｗａ⁃ａｌ⁃ｈ·ａｄīｔｈ）⑧摒弃了传统编年史惯用的韵文体例，采用平实直

白的叙述方式，完整呈现了埃及千年历史的演进脉络。 这一开创性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埃及史学

界首位彻底突破传统范式的重要历史学家。 《古今埃及历史大全》共分 ４ 卷，讲述了从诺亚时代到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包括奥斯曼帝国实际统治的 ３ 个世纪以及名义上统治的 １ 个世纪）的埃及历

史。 沙鲁比姆与中世纪编年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记录历史事件，更注重对事件和人物进

行客观评析。 例如，他在评价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时采取了客观辩证的态度：既充分肯定改革中的

积极举措，如疏浚苏伊士运河、改革军队建制、创办新式学堂等；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改革中的

弊端，特别是苛捐杂税等不当措施加重民生负担。
第三类：考古历史学派。 这一学派的历史学家开创性地将历史研究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他们

不仅研习古埃及象形文字，还系统掌握考古学知识，尤其致力于前伊斯兰时期埃及历史的发掘与考

证，重点关注法老时代的文物遗迹。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哈迈德·卡玛勒（Ａｈ·ｍａｄ Ｋａｍāｌ）成就卓

著，是第一位通晓象形文字的埃及学者。⑨ 他以法语和阿拉伯语撰写了多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

作。 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广泛征引希罗多德、狄奥多鲁斯等古希腊史学家的经典著述，还系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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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Ａｍīｎ Ｓāｍī， Ｔａｑｗīｍ ａｌ⁃Ｎīｌ，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１９１６．

Ａｈ·ｍａｄ Ｚａｋａｒīｙā ａｌ⁃Ｓｈａｌａｑ， Ａｌ⁃Ｈ·ａｗｌīｙāｔ ｉｌá ａｌ⁃ｔāｒīｋｈ ａｌ⁃‘ Ｉｌｍī Ｎａｈｄ·ａｔ ａｌ⁃ｋｉｔāｂａｈ ａｌ⁃ｔāｒīｋｈīｙａｈ ｆī Ｍｉｓ·ｒ， Ｃａｉｒｏ： Ｄāｒ ａｌ⁃Ｋｕｔｕｂ ｗａ⁃ａｌ⁃

Ｗａｔｈā’ｉｑ ａｌ⁃Ｑａｗｍīｙａｈ， ２０１１， ｐ． ５５．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第 １３３ 页。
Ｉｓｍā‘īｌ Ｓａｒｈａｎｋ，Ｈ·ａｑā’ ｉｑ ａｌ⁃ａｋｈｂāｒ ‘ａｎ ｄｕｗａｌ ａｌ⁃ｂｉｈ·āｒ，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９４．

Ｉｓｍā‘īｌ Ｓａｒｈａｎｋ，Ｈ·ａｑā’ ｉｑ ａｌ⁃ａｋｈｂāｒ ‘ａｎ ｄｕｗａｌ ａｌ⁃ｂｉｈ·āｒ， ｐ． ２．

Ｍａｈ·ｍūｄ Ｆａｈｍī， Ａｌ⁃Ｂａｈ·ｒ ａｌ⁃ｚāｋｈｉｒ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ａｌ⁃‘āｌａｍ ｗａ⁃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ａｗā’ ｉｌ ｗａ⁃ａｌ⁃ａｗāｋｈｉｒ，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ｔ·ｂａ‘ａｈ ａｌ⁃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

Ｂūｌāｑ， １８９４．
Ｊａｃｋ Ａ． Ｃｒａｂｂ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ｐ． １３２．
Ｍīｋｈā’īｌ Ｓｈāｒūｂīｍ， Ａｌ⁃Ｋāｆī ｆī Ｔāｒīｋｈ Ｍｉｓ·ｒ ａｌ⁃ｑａｄīｍ ｗａ⁃ａｌ⁃ｈ·ａｄīｔｈ，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ｋｔａｂａｔ Ｍａｄｂūｌī， ２００４．

Ｊａｃｋ Ａ． Ｃｒａｂｂ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ｐ． １３１．



了近代欧洲埃及学家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对法国博物馆馆藏手稿及碑刻铭文的解读获取第一手史

料。 其代表作《古埃及人的知识、习俗与工艺》（Ｂｕｇｈｙａｔ ａｌ⁃ｔ·āｌｉｂīｎ ｆī ‘ｕｌūｍ ｗａ⁃‘ａｗā’ ｉｄ ｗｓ·ｎāｙ‘ ｗａ⁃ａ
ｈ·ｗāｌ ｑｕｄａｍā’ ａｌ⁃Ｍｉｓ·ｒīｙīｎ）①长达 ５８４ 页，配有 ３００ 幅精美插图，全面记录了古埃及在医学、天文学、
数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成就，被学界誉为“古埃及百科全书”。 此外，他用阿拉伯语

完成的《古埃及文物历史考》 （Ａｌ⁃‘ Ｉｑｄ ａｌ⁃ｔｈａｍīｎ ｆī Ｍａｈ· āｓｉｎ Ａｋｈｂāｒ ｗａ⁃ｂａｄā’ ｉ‘ �Ａｔｈāｒ ａｌāｑｄｍｙｎ ｍｉｎ
ａｌ⁃Ｍｉｓ·ｒīｙīｎ）②深入探讨了法老时期埃及的历史沿革与文化演进。 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侯赛

因·扎卡（Ｈ· ｕｓａｙｎ Ｚａｋī）所著 ４ 卷本《古代东方民族简史》 （Ｍｕｋｈｔａｓ·ａｒ Ｔāｒīｋｈ ａｌ⁃Ｕｍａｍ ａｌ⁃Ｓｈａｒｑīｙａｈ
ａｌ⁃ｑａｄīｍ），系统梳理了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地区早期阿拉伯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第四，采用欧洲语言开展史学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１９ 世纪埃及史学界涌现出一批具备

多语种能力的历史学者，他们在坚持阿拉伯语著述传统的同时，开始尝试使用法语等欧洲语言进行

学术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埃及亚美尼亚裔历史学家雅古布·阿廷（Ｙａ‘ｑūｂ Ａｒｔｙｎ）。 阿廷出

身埃及书香门第，青年时期赴法研修行政管理。 在潜心公务之余，他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研究的浓厚

兴趣，尤其热衷于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由此成为系统记录埃及民间文学的第一人。 得益于法语优

势，阿廷回国后用法语撰写了多部具有开创性的埃及史专著，如《埃及的公共教育》 （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 Éｇｙｐｔｅ）、《埃及土地制度的发展》（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ｆｏｎｃｉèｒｅ ｅｎ Éｇｙｐｔｅ）、《对埃及公共教育的思

考》（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 Éｇｙｐｔｅ）等。 此外，他还在《埃及研究所公报》（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Éｇｙｐｔｅ）等外语学术期刊发表多篇专题论文，为国际学界了解埃及史学研究成果提供

重要窗口。
马哈茂德·法拉基（Ｍａｈ·ｍūｄ ａｌ⁃Ｆａｌａｋī）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学者，也曾在《亚洲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埃及研究所公报》等国际刊物发表多篇用法语撰写的史学论文，包括《前伊斯兰时期的

历史与先知回忆录》（“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ａｌｅｎｄｒｉｅｒ ａｒａｂｅ ａｖａｎｔ ｌ’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ｅ， ｅｔ ｓｕｒ ｌａ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ｅｔ ｌ’ âｇｅ
ｄｕ ｐｒｏｐｈèｔｅ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亚历山大回忆录》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ｅ”）等重要研究成

果。 与此同时，还有埃及土耳其裔历史学家伊斯玛仪·法拉奇（Ｉｓｍā‘īｌ ａｌ⁃Ｆａｌａｋī）、穆罕默德·穆赫

塔尔（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Ｍｕｋｈｔāｒ）等学者也都相继产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语学术成果。 这一

现象在埃及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成功打破了欧洲东方学者对现代埃及历史研究

的话语垄断，标志着埃及史学以主体性姿态登上世界史坛，开创了“埃及人书写自身历史”的学术新

纪元。 这种以本土学者为主导、兼具国际视野的史学实践，不仅重塑了埃及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更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埃及历史研究的独立学术地位。

结　 　 语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史学是随着埃及社会的转型而逐渐变化与发展的，历经了衰落与复兴，
显示出同社会发展与国家转型的极强互动性。 它既是埃及知识精英在面对异族统治时转变话语体

系砥砺前行的自觉行为，也是他们在应对西方文化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时所作出的开放包容的

积极回应。 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埃及史学是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它见证了埃及历史学家在

不同时代背景下为传承与发展传统历史遗产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同时，它也是本土文明与外部文

明交往的结果，反映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经历史学家们吸纳改造后所呈现的多元化效果。
１６ 至 １７ 世纪是埃及传统史学发展的赓续期。 史学发展整体趋于缓慢，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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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ｈ·ｍａｄ Ｋａｍāｌ， Ｂｕｇｈｙａｔ ａｌ⁃ ｔ·āｌｉｂīｎ ｆī ‘ｕｌūｍ ｗａ⁃‘ａｗā’ ｉｄ ｗｓ·ｎāｙ‘ ｗａ⁃ａｈ·ｗāｌ ｑｕｄａｍā’ ａｌ⁃Ｍｉｓ·ｒīｙīｎ， Ｃａｉｒｏ： Ｍａｔ·ｂａ‘ａｔ Ｍａｄｒａｓａｔ ａｌ⁃

Ｆｕｎūｎ ｗａ⁃ａｌ⁃ｓ·ａｎā’ｉ‘ ａｌ⁃Ｋｈｉｄīｗ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９１．

Ａｈ·ｍａｄ Ｋａｍāｌ， Ａｌ⁃‘ Ｉｑｄ ａｌ⁃ｔｈａｍīｎ ｆī Ｍａｈ·āｓｉｎ Ａｋｈｂāｒ ｗａ⁃ｂａｄā’ ｉ‘ �Ａｔｈāｒ ａｌāｑｄｍｙｎ ｍｉｎ ａｌ⁃Ｍｉｓ· ｒīｙīｎ，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Ｍａ ｔ·ｂａ‘ ａｈ ａｌ⁃

Ａｍīｒīｙａｈ ｂｉ⁃Ｂūｌāｑ， １８８２．



上的创新。 无论是史学家的数量，还是史学类型、主题较上一时期都有所下降，且部分成书的作品

又由于社会动荡而遗失，导致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经常处于“边缘地位”。 奥斯曼文明虽然作为这

一时期的强势文明而存在，但从本质上而言仍具有伊斯兰传统色彩，这种特性为埃及传统史学的发

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与余地，使其得以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延续自身的发展脉络。 １７ 至 １８ 世纪

是埃及传统史学发展的过渡期，为 １９ 世纪埃及史学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历史学家们以“素丹

－帕夏”的统治为核心主体，采用传统编年史与传记史的书写方式，构建起了一套具有鲜明奥斯曼

政权特色的史学体系。 这一转变既体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埃及文化的适应性转化过程，又反映

出本土史学传统在不同文明交往中的主体性建构。 此外，这一时期史学家们还通过反思当时的社

会危机，加深了对历史书写重要性的认知。
１９ 世纪埃及史学发展进入全面复兴阶段，出现了一批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的新生代史学

家。 他们在方法论层面主张在吸收西方史学的研究范式的同时，注重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通过对

西方学术思想的选择性借鉴与本土化改造，实现传统史学的创新。 这种“西学为用，传统为体”的学

术实践，不仅丰富了埃及史学的理论内涵，更为民族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新生代史学

家们引入西方史学术语，在延续传统题材的基础上，开创了自然史、全球史等新领域，促使史学创作

呈现多样化态势。 相较于传统史学，这一阶段的埃及史学在新方法、新观念、新环境的推动下开始

向现代史学转型，实现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同步发展，为 ２０ 世纪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

的传播提供丰沃的土壤。
综观整个史学发展历程，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史学处于呈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向上赓续了阿

拉伯传统史学独具一格的著述风格，向下开启了埃及史学向现代史学发展的转型之路，是阿拉伯史

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中东史学通史 （五卷本）”
（２３ＶＬＳ０２７）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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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ＥＮ Ｚｉｘｉ， ＨＡＮ Ｚｈｉｂｉ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ｐｈ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６ ｔｈ ａｎｄ １７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ｍｌｕ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７ ｔｈ ａｎｄ １８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１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ｌ⁃
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修　 远、希　 之　 译）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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